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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达教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讲述了旧石器技术学的理论与方法。

引言：技术学与技术-功能分析
出现的背景与必要性

博伊达教授首先介绍了技术学出现的背景。在技术学出现之前，对打
制石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类型学，学者根据形态对石器进行分类并推测
功能，进而对石器进行体现形态与功能的命名，许多术语也延续使用至
今。随着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时空范围扩大，类型学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愈
发增多的难以分类的石器、并不严谨的功能推测以及混乱的命名成为类
型学久被诟病的痛点。

更重要的是，类型学始终是研究者视角的推测，并非当初石制品的制
造者与使用者的想法。在此博伊达教授讲述了“记忆”的概念，也就是人类
对某一种器物的认知。由于打制石器的时间久远且没有文字记载，且如今
基本不再使用，所以现代人类对打制石器的记忆是缺失的。“类型学在发
明我们对石器的记忆”，博伊达教授如是评价道。

另外，如果将研究地区转向东亚及东南亚附近地区，我们会发现，
以往以欧洲和非洲石器类型学建立起的文化序列完全不适用。博伊达
教授以欧洲和非洲的典型石器阿舍利两面器为例，两面器的数量与分
布以莫维斯线为界呈现东部明显减少的趋势，中国部分地区发现的两
面器是否属于“阿舍利”范畴也有待商榷论。由此可见，东亚及附近地区
的旧石器文化体系确实不同于欧洲与非洲。试图解释其中差异来源的
环境决定论以及人群迁徙等理论或许各有出发点，但局限性也客观存
在，需要审慎思考。

仅从形态来研究，无法触及石制品作为工具的根本逻辑。因此，对石
制品的研究和描述需要一个更“中性化”的表达，从石制品本身出发研究
其生产过程的技术-生产分析在此背景下出现，技术-功能分析也随后得
以创立。

理论：工具、生产、结构与演变

博伊达教授讲解技术学理论时，首先从石制品的本质，即工具入手。
工具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才能被称为工具，包含石制品本身、使用模式以及
使工具发挥作用的能量。石制品本身可分为四个部分，持握功能单元、中
间传递能量单元、使用功能单元、真正接触加工对象的部分。对应到带刃
的石制品上，使用部分即刃口的凿面结构（亦称二面结构），真正接触加工
对象的部分则是刃线，技术的普适性就体现在刃口均为二面夹一角的结
构（二面结构）。工具是为了实现人的需求，也是一系列技术功能、要求、特
征或曰标准的整合和协同，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可以概括为一个链条：原料
—生产模式—毛坯—工具—目标。

石器生产可分为三种概念：剥坯（Débitage）、修型（Façonnage）和
Affordance（暂译为“自然提供、选尽其用”）。剥坯指目标产品是从石核
上剥下的石片的过程，修型则是类似雕刻的概念，目标产品是剥去不
需要的石片后剩余的部分。Affordance 概念提出相对较晚，指在最初选
择原料时已将技术-功能的要素整合进去，贯穿于生产至使用的全过
程。这个概念在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中的体现尤为明显，许多粗糙的修
型工具的生产过程就是选择合适的砾石进行部分简单的打制，获取能
使用的刃口即可，其余部分不做加工就当作持握单元，这类持握功能
单元以及使用功能单元上的部分自然要素便是“自然提供、选尽其用”
的体现。博伊达教授尤其强调了在中国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中该概念的
重要性。

工具生产的目的都是获得二面夹一角的结构，即使用功能单元。真正
决定一件工具的是其结构，有些工具在形态上差异极大，在类型学中不会
被分作一类，但相同的刃口决定了二者本质是相同的工具，其形态差异来
源于持握功能单元，但这并不构成本质区别。博伊达教授引入了一组概
念：叠加型结构和整合型结构。上述刃口相同却形态相异的同类工具，一
般属于叠加型结构，即工具的各部分是分离且互不影响的，因此相同的刃
口可以配以不同形态的持握功能单元而不影响工具的使用。整合型结构
指工具的各部分是紧密联系的，任何部分的改变都将影响工具的使用。整
合型结构在生产上更复杂，生产者往往在最初就需要对自己的原料进行
整体的思考。如果对世界上各个时间和空间的石制品进行总体的观察，将
得到一个演变趋势：石制品的技术总体上经历了从叠加型结构向整合型
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叠加型结构向整合型结构的演变趋势，是技术本身演化的逻辑。就
石制品而言，其生产模式、毛坯到工具的每个阶段，都能看出该演变趋势。
以修型工具为例，在越整合的结构中，形态结构往往会越不可分离，因为
形态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了结构当中从而固定，一旦某个部位损坏，打制者
往往倾向于制作新工具而非修理，因为后者成本更高。

在剥坯体系中，博伊达教授分出了六种体系，其中A、B、C、D体系为
叠加型结构，E、F体系属于整合型结构。剥坯中的叠加型结构指仅利用石
核的一部分即可，石核剩余部分不在规划范围，也不影响剥坯；整合型结构

则是把石核的所有部分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有极高的预设性。体系A-F
按整合程度由低到高排序：

体系A指不做任何其他预设，仅仅需要一个带刃口的石片；
体系B指对刃口有一定的规整的需求，但总体除了合适的台面和台

面角以外没有其他预设特征；
体系 C 在原料上就会选择具有合适凸度的自然面，对台面和剥坯

面没有预制，利用自然状态下就有的技术特征，可以获取几个石片；
体系D剥坯时，打制者根据对石片的预设技术特征，对真正发挥作用

的石块局部做一定程度的预制，由此可以获得一片或多片符合部分预设要
求的石片，也能够产生类似Levallois的石片；

体系E比较特殊，通过遵守事先规划或配置好的特征和规则，环环相
扣，在连续的过程中就可以获得很多相同特征的或者循环出现的石片。剥
片之间相互成就，如果一个出现错误，就无法继续剥片，盘状石核和金字
塔形石核属于此体系；

体系F则对整个石核进行规划，进行一系列的预制，最终获得自己想
要的具有预设形态结构的毛坯，是预设性最高程度的体现，Levallois概念
属于此体系。

现阶段对石制品的研究中大多并没有贯彻“工具在使用中才是工具”
的这个逻辑，并未对各个阶段做技术和技术-功能分析，只是对工具本身
进行了分类。而观察石器工业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共性和差异性，则需从
系统的技术-功能分析入手，从终点至起点，观察提炼从工具到毛坯到生
产模式各个层面中蕴含的技术逻辑，思考各层面中蕴含的技术结构是叠
加型还是整合型，这些结构是否随着时间发生连续演化或突然断裂，或者
同时段的石器工业的各个层面在叠加或整合结构上的程度有无差异等，
这就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比较不同遗址和不同地区石器工业的视角，同
时也为观察石器工业背后的人群关系奠定了基础。技术学是在追求一种
从石器本身出发、更中性化的表达，所以在面对展现出不同整合程度的文
化时，也倾向于不用“进化”一类的词汇对文化进行价值评判，而是客观展
现石器的特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和解释。

绘图：研究者的阅读结果呈现

博伊达教授认为，绘图是不能被摄影或者3D建模等任何成像技术所
取代的，因为技术-功能的绘图是研究者对石器进行技术-功能阅读的结
果呈现。在绘图之前，绘图者就需要对石制品进行仔细观察和技术阅读，
不仅是确定片疤的形态，更要判断不同功能单元的位置和潜在刃口接触
部位的特征。

在传统绘图的基础上，技术-功能绘图要求表现得更多：片疤的方
向与顺序、表面状态（凹面、凸面和平面）、不同技术功能单元的相对位
置、刃口接触部位的各视角轮廓、凿面结构、刃角等。同时，对不同的面
选择何种画法也是绘图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如何最好地体现石制
品的技术特征，是侧视图还是纵截面；如果截面能更好体现，则考虑从
何处截；以及是否需要根据石制品不同部位展现出的不同技术特征画
更多的截面。

研习营过程中每位营员选择一件标本，通过 2~3天完成了精细的技
术-功能绘图，在最后一天，每位营员再次选择一件考古标本进行了简单
的技术绘图，并进行了讲解展示。博伊达教授对每一位营员的展示都进行
了点评，对大部分营员的绘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只看这张图就能完全
看明白这件石器，已经不需要任何讲解了。”

总结与展望

在长达两周的授课中，博伊达教授全面讲授了技术学的理论，从技术
学出现的背景到认识工具再到技术演化趋势与技术-功能阅读方法的实
践，给参加研习营的众营员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

不仅如此，他也提出了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供大家讨论：为什么中国
的旧石器文化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怎样理解史前时代各阶段之间的过渡
问题？在定义一个旧石器文化的时候，是在定义一类毛坯，还是生产毛坯
的模式，还是某一类工具？这些问题或许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确切的答
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深化对旧石器理论与方法的理解。

同时，博伊达教授对技术学的哲学思考同样深刻，不止局限于石制
品与史前时代，而是一个更广义、贯穿人类文明的概念。正如带刃工具
在今天仍然有刀、剑、斧等不同的形式，对这些工具的认识与思考能否
给史前时代的研究提供帮助？如果把概念再扩展，工具也包含其他日
常用具，例如桌椅、筷子或者衣物，从这些工具的演变趋势中又能否看
出与史前时代石制品发展的共性？理论方法探索和学术讨论贯穿研习
营始终并将继续传承下去，为旧石器研究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发展提供
可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时间问题，是考古学中最基本的问题——
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物
（what）、为什么（why）及如何（how）之一。

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关于若干基本概
念和理论的再思考》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考
古学的“时间”问题，指出：“在考古学中，时间
可能是最难定义和解说的一个概念，它看不见、
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法用经验加以度量。
在考古学中，时间常常就是指时代或者时间表
——一种勉强可以用物理的形式定下来，把考
古遗存放在其中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的尺度。这
可以说是对时间的最常用又最含糊的一种观点
了。”“考古遗存的空间信息必须和其时间及其
形式联系起来研究，其意义才会明朗。”的确，大
多数情况下，考古学研究中对“时间”的理解是
狭隘的、混沌不清的，甚至是极其粗浅的。

其实，考古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人类在
时空坐标中刻下的历史印迹，给出在某个时期
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文明高度。因此，
文化遗物只有在历史时空坐标中才能体现出
它的实质内涵。无论以地层和类型学为依据的
相对年代，还是以科技手段所获得的绝对测
年，给出文化遗存的时间坐标，是考古研究最
基本的要求。诚然，这一点极其重要，但远远不
够——在对考古学“时间”的理解及其深层次
问题认识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在考古学中，时间是有形状的——
包括空间形态、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

考古学中的时间是有形状的，只不过多数
情况下都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了。地层堆积和
器物类型都带有时间的印迹。大到地质地貌、
地层层序，小到叠压打破关系都隐含了历史时
空的概念——即时间的空间形态。

任何物质在宇宙间都具有空间和时间的
双重性，换言之不存在不含有时间的物质，也
不存在没有空间定义的物质。我们说：“在考古
工作中看到的地层堆积，其实不只是包含物质
遗存的一堆土；而是一个随时间累积叠加的实
体物质空间，装满了人类在这一时空领域内活
动的行为轨迹。”

时间的物质形态，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习
见。石器、陶器、青铜器等成熟的类型学体系，
都具有历史叙事体系的“时间”印迹。在传统考
古学中，这些经验性的被“物化了”的“时间”粗
略地构成了人类物质文明的编年体系，极大地
丰富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比如：手斧、桂
叶形尖状器、细石叶等特定类型，基本上根据
类型或外形就能大约判定其处于旧石器时代
早中晚期的位置。再比如：陶器——哪怕是一
小块陶片，仅根据陶质、陶色、花纹样式，就能
确定是仰韶、龙山、先秦时期的文化遗物。因
此，这些物化了的时间既有物质形态的成分，
也折射了社会形态的样式。

在考古学中，时间是有厚度的
——“绝对年代”不绝对

考古学中，除了具有年款的瓷器和纪年的
石质（墓志）、骨质（甲骨）、木质（简牍）和其他
（动物皮革、丝织物）等文物能够精确到某某年
外，大部分物质遗存的“时间”都是不精确的，
某个地质时期或历史阶段的“相对年代”，或者
说只能是某个具有一定“厚度”的历史阶段。

考古学研究与文物研究最大的区别是物
质遗存随着“时间”流动堆砌而成的社会属性，
而非器物本身。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述“时间
和空间实际上是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不和
社会现象结合起来，时间和空间就是没有意义
的”。即便有纪年的文物也存在社会活动的印
迹，器物的制造、使用、流通、埋藏，或流动或静
止，直至被发掘出土，其时空位置的演变也在
考古探寻的实质内容之列。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测年技术手段在考古
学中的应用，以往传统的经验性的“相对年代”
显得不够精确，“绝对年代”成为考古学研究中
的“宠儿”，似乎只有标定了距今XX年，考古发
现才能“呈堂证供”。事实上，绝对年代不绝对。
它所表述的仍然是某个具有科学测定意义的
相对年代，仍然是一个相对精确的测年范围和
参考数据。因此，笔者更愿意用“精确测年”或

“科技测年”这样的词语来表述。
目前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迷信”绝对年代

的倾向，似乎只有“绝对年代”才是“铁板钉钉”
的。然而，科技测年对考古学研究而言并非充
分必要，且给出的测年数据并非一个绝对值，
仍然是一个具有一定误差范围的年代或年代
序列。另一方面，尽管“绝对年代”有科技手段
的支撑，仍然达不到绝对可信。

尤其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一个剖面跨越多
个地层。传统的地质地貌、古生物地层学，是解
决旧石器年代问题最基础的手段。“绝对年代”
只能是“相对年代”的一个补充和参考。受限于
地层扰动以及测年样品采集层位准确性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往往使“绝对年代”的可信度大
大降低，甚至弄巧成拙。以丁村 54:100 地点为
例：多种科技测年手段介入其中，得到的数据千
差万别——铀系法（距今16～21万年）、氨基酸
法（距今7.08万年）、电子自旋共振法（距今7.5～
10.4 万年）、古地磁测定（距今 12.24～11.92 万

年）、光释光测年（距今7.5～14万年、8.71±0.37
万年和 12.1±0.6 万年）。正如张森水先生所言

“没有年代盼年代，有了年代怕年代”。
这并不是否定考古年代学的作用与意义，

而是要充分理解“科技测年”手段与“相对年
代”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重要性。首先，所有
科技测年方法都是以某种“算法”为“假设”前
提条件的。其次，所有测年手段也都是有误差
的——对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而言，碳十四测年
的误差范围以百年计，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测
年误差则往往以万年计。因此，“绝对年代”所
表述的“时间”——并非某个确切的时刻——
仍然是时间坐标轴上具有一定“厚度”的某个
区间。另一方面，科技测年作为考古多学科研
究的一个分支，需要年代学家充分地与考古发
掘紧密融合。特别是旧石器遗址的测年样品，
最好在发掘过程中采集。对于不在发掘档期考
古遗址的年代学研究，样品采集必须有考古发
掘者参与，才能保证“样品”与文化层的对应关
系，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数据，例如西侯度遗
址埋藏测年的研究。

埋藏时间与过程时间
——旧石器遗存的共时性问题

现代考古学要求我们更加精细、更加深入
地理解古代文明和文化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
的“时间”关系。那么，除了标定时间坐标之外，
还需要考虑文化遗存的埋藏环境及迁移关系。
这一点对于旧石器考古而言尤为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遗存的“共时性”“时
间标尺”和遗物的“可识别性”有足够的分析和
认识。

无论相对年代还是绝对年代，体现的都是
文化遗存最终被固定下来的“埋藏时间”，而非
器物埋藏之前留存于地表的“过程时间”。文化
遗存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具体体现，反映的是埋
藏之前人类行为及其器物的“生命历程”。因
此，必须对其埋藏环境、埋藏类型以及器物被

“最终固定”之前的“过程时间”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以“石器组

合”作为考察人类技术类型的基本单位。那么，
这个基本单位的大小或长度是多少？多大年代
范围内的石制品能够算作一个具有“共时性”
的基本单位？才能够用“石器组合”或“操作链”
等分析手段？这就涉及“时间标尺”的确定以及
考古分析方法的应用。

不同埋藏环境下，不同埋藏类型的文化遗
存，不同时期的研究范例下，叙述解析的研究
对象是不同的，其“时间标尺”也必然有所区
别。19世纪以来以地质时代划定考古学文化的
范式，叙述的是人类发展演进中的宏大场面，
其“时间标尺”动辄几十万年或几万年。20世纪
中叶兴起的以工艺技术分析为目标的“石器工
业”，是以某个器物组合（assemblage）相对应的
技术体系为分析单位，其“时间标尺”就相对小
得多。新考古学以来，以“过程考古学”“行为考
古学”等理论体系为分析手段的研究，必须考
虑到时间标尺的问题——必须根据研究对象
的特点和想要达到的学术目标，将其“时间标
尺”确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将不具备

“共时性”的考古材料解释为某某“组合”并进
行“操作链”分析，必然是一种“拉郎配式”的研
究，也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

在河流相地层中搬运埋藏环境下，必须要考
虑文化遗物次生堆积和埋藏之前的“迁移效
应”——表面上看处于某个特定的较为单一的
地层单位之中的石制品，却很有可能包含了多
个不同时空范围内人类活动遗留的物品。也就
是说河流相地层中的文化遗物，很有可能是来
自上游地表和古老地层文化遗物混杂在一起的

“大杂烩”，其共时性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河
流相地层的旧石器遗存能否作为一个“人类行为
单元”去考量，或者说多大的“时间标尺”才能框
定其“共时性”，也就变成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因此，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共时性”必
须以研究对象的“时间标尺”的确定为依据，必
须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地质时代、埋藏环境、
遗址性质乃至研究目标和阐释问题的细致程
度来考量，甚至需要一事一策地来制定“时间
标尺”和分析方案。例如：丁村遗址群洞门遗址
中，对于发现于 S1 古土壤中原地埋藏 85 件石
制品来说，虽然在同一个地貌单元的同一个地
层堆积中，但最早一件和最晚一件石制品的时
间差达到了 2.99万年（垂直高差 1.41米），它们
代表了不同“时期”来到这里的狩猎采集人活
动的证据。因此，其“共时性”很差。如果以“石
制品组合”和“操作链”等考古范式来分析，很
难给出一个合理阐释。我们认为：洞门遗址考
古学阐释的最大学术意义在于狩猎采集者流
动觅食行为和“轨迹型遗址”的研究。

此外，还涉及考古遗存的识别度问题。考
古学是对古代社会某个历史时期的物质遗存的
研究，必须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对于无法区分
的物质遗存来说，其共时性也必然不能被确认
——其绝对年代甚至没有相对年代来得靠谱。
因此，“共时性”也是建立在可识别物质遗存和
相对年代的框架下，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所在。

总之，考古学研究中的“时间”，不仅仅是
何时（when）的问题，还有一系列与时间背景相
关的考古学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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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技术学研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旧石器

考古学界最具创新意义的进展之一。法国旧石器技术学研

究以系统性和前瞻性著称，并经历了从技术-生产分析（操作链

分析）向技术-功能分析（技术-逻辑学）深化的过程。本次研习营主要

以专家授课、石器阅读以及绘图练习实践的方式进行，使学员在了解旧石器技术学知识

的同时能够对石器标本进行技术-功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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